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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長機器模式能否通則化解釋所有中國大陸城市的發展軌跡？奠基於分

權化的背景以及預設城市的競爭性之下，成長機器概念被大量的運用於中國

大陸城市研究；然而，這樣的推論必須考量到中國大陸幹部特殊的政績機會

主義以及城市初始條件的限制；本文以天津為個案，提出超穩定機器的城市

發展模式，研究顯示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的天津當局，更強調社會維穩甚於

經濟增長，對於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的調控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本

文認為，天津個案可以與成長機器、發展型國家甚至是企業家型國家等中國

大陸城市研究理論框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另兩個有趣的實務問題則是，

面對全新的政治生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轉化？中共當局已然強調未

來將不再以 GDP 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城

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值得觀察。 

關鍵詞︰超穩定機器、成長機器、天津、路徑依賴 

* * * 

壹、前 言 

天津是中國大陸城市發展史中最具戲劇性的個案。天津曾經是中國第二大商業城

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貿中心。1937 年，天津的貿易額已占全國貿易額的三分之一，

擁有包括 12 家國內銀行的總行與 270 多家國內外保險機構，還有功能完備的證券交易

所。天津也是通渠之地，海運、航運發達，在全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當時有「南

有上海，北有天津」的說法。1949 年後天津轉型成為工業中心，製造業亦曾喧赫一

時。1978 年的經濟改革促使全中國的沿海城市經濟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增長，此時期

的天津發展卻開始變得緩慢。1990 年代中期的時候，天津不論在國內生產總值、民均

消費能力與居民收入等指標上，與上海已有明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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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天津的發展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變化？本文認為天津的個案說明了傳統研究中

國大陸城市發展理論的侷限性。過去的所謂「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模式，

強調地方政府從計畫經濟體制下的被動角色，轉變成更加企業化的利益主體。發展地

方經濟、增強城市競爭力成為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務。然而，1980 年代的天津市政府嚴

格執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更強調維穩甚於經濟成長，調控通貨膨脹及失業率成為

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與成長機器模式所強調追求產業壯大有所不同。泝 

因此，本文以改革開放初期的天津為案例，以歷史、田野訪談資料及經濟數據，

提出「超穩定機器」的中國大陸城市發展模式，強調地方政府為降低經濟轉軌過程中

所可能造成的震盪，以追求低失業率與低物價為目標，提供補貼協助企業取得原材

料，並規避破產的危機；而企業則配合政府繼續維持計畫生產，以及人為的刻意壓低

物價漲幅。就與職工關係之間而言，企業要求職工接受低薪資的安排，但同時仍持續

提供住房等社會福利性措施。因此天津超穩定機器的運作具體呈現出三個面向，國有

企業仍然作為國家權力的延伸，繼續承擔政治與社會功能；政府壟斷資源分配，抵制

市場力量的進入；以及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外國資本所可能對傳統經濟秩序的干擾。 

本文認為，由於改革初期的誘因與體制限制的差異，使中國大陸的城市發展模式

呈現多元風貌。現存文獻多以珠江三角洲或者長江三角洲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相對

之下，環渤海區域城市發展的討論則相對缺乏。因此，本文試圖以天津作為個案，研

究時段則集中於 1980~1990 年代，透過理論對話與經驗證據，討論其穩定至上的發展

模式，並在歷史制度主義概念引導下，解釋天津發展的路徑依賴與制度遺產，希冀進

一步充實現有研究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文獻。此外，當天津濱海新區進入國家戰略階

段，原來的天津超穩定機器在轉型成為成長機器的過程中，面對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政

治發展與政治生態，地方政府行為的轉化值得觀察（王信賢、涂秀玲 2014, 34-61；

Wang, Tseng and Zheng 2015, 1-13）；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即強調未來中國大陸將不再以經濟成長速度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可能成為

未來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貳、成長機器之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 

由 Molotch（1976）所提出的成長機器，將城市視為由菁英間所共同組成、互為支

援並以追求城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多面向維度，驅動城市以其意志，朝擴張地方經濟

與積累財富方向邁進。沴基於經濟成長帶來的利益，將城市中的政治、工商菁英甚至地

                                               

註 泝 每年國家統計局的社會治安綜合指數綜合評定，天津都是全國社會治安最好地區之一。參見趙榮君、

吳金星、劉健（2006）及作者訪談（2012/10/30、2012/11/07）。 

註 沴 既然城市政治的本質來自交易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衝突，因此在強調成長聯盟的同時，Molotch 從未忽

略反成長聯盟的存在，只是當兩個聯盟發生衝突時，幾乎均以成長聯盟的勝利做結。另一方面，

Molotch 同時注意到，即使城市能夠吸引外來資本投資，卻未必能成功轉化成為都市就業的成長，白

領菁英間的跨界流動特性注定了資本的進入並不特別有利於本地人才的參與。換言之，城市成長政策

對於是否有益於城市的經濟成長應該是高度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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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媒體、大學等具地方附著性的附屬行為者結合在一起。成長機器的概念有幾個重要

的預設前提：第一，追求經濟增長將凌駕於重分配之上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題；其

次，地方政府與各類型資本之間所組成的公私聯盟成為推進地方經濟的手段，透過都

市更新而逐利，因此地方政治環繞著土地發展的議題開展（Logan, Whaley and Crowder 

1997, 604）。準此，都市企業家型主義成為成長機器中重要的核心概念。 

奠基於分權化的背景以及城市競爭性的存在，成長機器聯盟概念被大量的運用於

中國大陸城市研究，改革開放後發展環境與制度的變遷，地方政府對外資更加青睞並

將其視作地方發展的主要動力源，使得中國城市政府選擇了高度趨利型的企業化治理

方式（He and Wu 2005, 1-23）。地方政府既有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強烈願望，又有追求

行政能力極大化與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短期化的需求，同時他們擁有對行政資源、

壟斷性競爭資源（如土地）的特權，而企業為了謀取地方保護和汲取收益，也希望成

為地方政府的合作者。地方政府遂與城市中諸多經濟發展主體形成了複雜而有力的

「城市成長機器」（殷潔、張京祥、羅小龍 2006, 38）。其中政治菁英在後社會主義國

家中成為成長機器的啟動核心，與西方成長機器原始理論中，國家僅僅作為被動角色

有極大差異。1978 年後的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成為了區域競爭的主體（Chien 2013, 

173-196; Wang and Leng 2011），從對企業的管制者身分蛻變而為促進者的存在，其角

色與職能從管理型向企業家型本質的轉變，被視為經濟高速起飛的驅動力（Wang and 

Leng 2013, 222）。 

成長機器抑或是城市企業家型主義，確實精闢的指出了上海或者深圳等沿海城

市，在城市經營或者城市營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如何結合共同運作創造

出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空間。但若試圖以其通則化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行為模式，則可

能出現相當的侷限性與不完整性。關鍵在於中國大陸存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成長機器的

制約性，監管著城市發展的步調與方向，包括所屬區域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必然會

影響都市政治的運作。林初昇（2002, 299-316）及張樂因（2003, 1549-1572）便重申中

央政府對於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強調城市是國家在區域發展或者國家策略的考量下，

所驅動的經濟或者社會轉型中心。城市功能與定位將因應不同歷史環境而有變異（Han 

2000, 2091-2112; Ma 2002, 1545-69）。這與西方成長機器提出的背景源自於中央與地方

政府間財政與投資體制改革變化下，中央持續減少對地方的投資，但給予地方政府更

多獨立稅源與自主決策權，刺激其發展經濟的動力有極大不同。 

透過幹部晉升、金融機器、國家政策、制度改革等工具，中央可以直接或間接對

地方的成長議題產生影響。尤其在黨管幹部（nomenklatura）原則下（Burns 1994, 459-

461），中國大陸形成獨樹一幟的人事任命制。上級領導對於下屬幹部的考核，決定了

該幹部是否能夠晉升。這種方式排除了選舉制度與民意匯集的機制，而端賴於幹部是

否能具備良好的「政績」，來獲得上級領導的拔擢（蔡文軒 2010, 144）。此類有別於

西方民主機制的幹部任命方式，學者稱為幹部的「向上問責制」（ upward 

accountability），對上級而非對選民負責（Chien 2010, 69-89），成為中西方成長機器

之間最大的差異。Blanchard 及 Shleifer（2001）也強調藉由地方政府經濟增長下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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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分成並不足以解釋中、蘇政府地方行為上的差異，保護市場的聯邦主義之所以能取

得成功，在於中國始終維持強大的政治集權。這使得中央政府有足夠權威去推行自己

的政策、制定遊戲的規則。其中中央掌握人事權或晉升規則成為關鍵，從根本上可以

對地方官員形成制約；此種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不對稱的分權，指涉的是中央政

府一方面向地方下放了大量權力，主要是財政分權及行政放權，但一方面中央政府仍

然可透過人事管理方式對地方政府施加更強有力的控制（Chien 2010）。 

因此，就中國大陸而言，城市系統的存在政治性大於經濟性，中央對於個別區域

城市有其定位與要求，每個省際之間的關係都是獨一無二的，諸如人事的調動到財政

資源的重分配，為地方領導創造出了不同的誘因與限制。除了中央所給予的機會或者

限制，其他包括地方的初始條件、領導個人的理念與抱負等因素，都可能影響不同的

省域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Donaldson（2009）就認為，貴州領導在 1978 年以後所採

行的是一種微觀（micro-oriented）的政策途徑，傾向將有限的資源用於扶貧政策，確

保偏鄉孩童的公平受教權，即使以犧牲經濟成長為代價也在所不惜。這顯示在經濟不

佳的地區，領導人並非不重視經濟發展，但或因成效難以短期內提升，因此拼穩定的

政績就變得非常重要。1989 年時鄧小平已然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

穩定」。可見綜治維穩工作是在追求 GDP 增長外，另一個可資追求的政績考核指標，

亦即所謂的政績機會主義。沊 

超穩定機器的概念最早曾由吳縛龍所提出，但如何具體操作化其特質則相對較不

明確，其認為毛澤東時期，單位對所有職工綜合性福利措施的提供，以及國家透過這

種職工對單位的組織性依賴，實行對社會的緊密管理，作為兩個軸心，支撐了都市中

超穩定（super stable）與可治理的社會之存在（Wu 2002, 1073）。在此過程中，國家

力量通過資源分配交換工人的忠誠與馴服，工人則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機會與福利占

有。這種超穩定社會的基礎，在經濟改革引進廠長責任制後被明顯的削弱。筆者透過

對於天津田野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國家力量與單位組織間，以及單位組織與職工間的

雙重互賴關係，在改革開放年代仍持續建構天津超穩定機器（Pro-Stability Machine）

的出現。 

超穩定機器應具體呈現出以下特質：社會政策取代經濟計畫作為主要城市議程，

地方政府展現出管理家型而非企業家型的特質，致力於調控通貨膨脹幅度、保持城市

完全就業狀態以及提供給予職工最基本的醫療與退休保障。因此，國有企業仍然作為

國家權力的延伸，繼續承擔政治與社會功能。1980 年代的天津市政府以追求低物價、

低失業率為目標，即使在整個大環境放開物價的背景下，市政府依然透過大量補貼戮

力降低物價與限制工資的增長，進行企業合併避免體質不良的企業瀕臨破產，同時避

免外來資本進入干擾城市原有經濟秩序。關於成長機器及超穩定機器的比較，參見下

                                               

註 沊 中共著重的政績，其一為經濟發展，其二為社會維穩，在幹部任期不穩定以及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會

從這兩種政績進行理性選擇，追求最易於達成的政績，參見蔡文軒（201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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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沝 

表 1 成長機器與超穩定機器的比較 

 成長機器 超穩定機器 

主要行為者 政治菁英、經濟菁英、文化菁英 以政治菁英為主 

政府角色 企業家型特質 管理家型特質 

城市優先議程 經濟增長 社會穩定、社會秩序 

重視的經濟指標 GDP增長 通貨膨脹率、失業率 

對非公有資本態度 歡迎 防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筆者認為，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天津在發展經濟條件上相對其他沿海城市並

不突出，主要源於中央—地方關係制約下城市企業家型傳統的褪逝，亦即 1949 年後中

央對天津的城市定位與城市要求，以及毛時期的政治經濟遺緒，特別是國家項目的投

入、財政上解的指標；在政績機會主義考量下，使得 1980 年代的天津領導升遷動機並

未使天津政府唯經濟發展是從。換言之，由於初始發展不同（Solinger 1996; Li 1997, 

Rithmire 2014, 175），包括國有企業多、國家項目投入有限、同時地方作為財政上繳大

戶，選擇快速改革國有企業等經濟建設成本較高，沀導致政治菁英在考慮升遷動機下，

傾向不做風險大的政策投資探索，而將選擇綜治維穩作為發展目標。1980 年代低失業

率、低物價的政策選擇，在缺乏足夠力量足以挑戰制度慣性下，由此形成的超穩定方

針即使進入 1990 年代依然被有意識的延續下去（Peters 2012, 73）。準此，天津 1980-

1990年代的城市治理經驗因此充滿路徑依賴的痕跡。 

參、企業家型傳統的褪逝與毛時期的政治經濟

遺緒 

中共建政後，外來幹部掌握天津中樞，奉中央指示開始進行城市改造。城市定位

奠基於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天津要成為社會主義的城市，城市建設必須充分為工業

                                               

註 沝 「成長機器」與「超穩定機器」在概念上雖屬相對，然而，在實際發展上兩者並非完全互斥，亦即作

者認為在中國大陸城市發展過程中，兩種模式都是存在的，並非類別之差而僅是程度之別，筆者想要

強調的是，天津並非不要發展，而是在追求發展之中更重視穩定作為一種前提，特別是社會秩序的穩

定，也因此物價、失業率、治安成為工作重點。李瑞環本人也不斷強調，堅定穩定發展是天津的一條

重要經驗，先把社會穩定保住，取得的速度才是實在的速度。因此在選擇經濟發展方針時，天津會走

向一條相對穩妥的發展策略，包括避開成本較高的國企改革，選擇熟悉的第二產業而非第三產業作為

發展重點，在訪談過程中，也有許多受訪者提及經濟工作確實不是當時天津領導的強項，對比沿海其

他城市，整個城市開放程度較低。 

註 沀 整個 1990 年代中期以前，全市有超過一半的職工都任職於國有企業，即使到 2000 年，此一比例仍然

高達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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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創造便利條件；第二，天津必須為國家戰略而服務。泞在戰備封鎖的狀態下，天津

的港口優勢幾乎完全喪失，在轉型成為生產型城市的過程中，強化天津作為工業基地

的定位，商貿金融等第三產業發展則急速弱化。 

在三反五反運動以後，天津原有的工商業基礎徹底完成改造工作。所造成的結果

是所謂企業家型的傳統被有意識的掃除，整個結構排序開始從以三產業為主向二產業

為主轉化。當時正是全國大上工業的時期，爭項目搶項目幾乎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唯

一手段，天津也從此由一個依賴商貿自給自足型的城市，轉變成為一個高度依賴於中

央資源投入的城市。 

天津在 1949 年至改革開放前的發展歷程可粗估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分別

有其特殊政經狀況而不利其工業的增長。第一階段是 1949 年到 1957 年，備戰的考量

下，中央實行沿海不建策略，156 個重點項目，沒有在天津安排任何一個，一切基礎

建設以養護為主，不再進行新建，節省資金與幹部用以支援國家重工業建設。泀第一個

五年計劃時期，天津投入的基礎建設金額是 8.97 億元，同時間北京是 40.7 億元，上海

也有 14.3 億元。天津一方面必須為國家新建企業承制機器設備，提供生產資料，培訓

並輸送人才，它方面必須生產生活日用品，供應全國人民需要（作者訪談，

2012/11/05）。第二階段從 1958 年到 1966 年底共八年，天津併入河北省，從直轄市身

分降為省會地位，無論在安排項目、調撥資金到各項事業的開支經費都大幅縮減，為

建設大小三線，天津大型工業分散或者內遷，進一步削弱天津基礎工業實力。洰 

1967 年到 1978 年間作為第三階段，由於鄰近北京，天津成為文革重災區，又遭

逢地震破壞，直到 1980 年代初期，才緩慢恢復原有的生產水準（聶璧初 2004, 147）。

這個階段天津在基礎建設與新增固定資產投入金額上，分別只有北京的二分之一與上

海的三分之一水準（聶璧初 2004, 115-116）。泍進入六五時期後，上海的職工人數與固

定資產投資是天津的兩倍，工業總產值是天津的三倍，利稅為天津的四倍。1949 年後

徹底改變了天津的歷史軌跡，一方面必須多出產品、多繳積累，他方面獲得國家投入

卻相當有限，大量資金上繳而工業發展有效資本投入卻不足，只能依賴自身調整改

組，挖潛改造、填平補齊發展（吳敬華 1991, 197）。 

一位受訪者強調：「能不能當政治局委員，對於城市發展很關鍵（作者訪談，

2011/09/30）」，中央項目投資不足與天津的政治實力有相當的關聯性，1978 年改革

                                               

註 泞 參見天津市城市規劃志編纂委員會（1994, 70-71）。 

註 泀 原先安排了 115 廠項目在天津，天津也十分重視，派任當時的工業局長李中垣擔任廠長一職，但受到

沿海不建的影響，該廠後來舉廠遷移至陝西。參見宋杰（2004, 215）。平津戰役號稱中共解放戰爭三

大戰役，相對於北京與上海，天津損傷最為慘重。卻受限於支援國家建設影響，並未太著力於市容重

整。以至於在唐山大地震後，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至天津視察時提及，天津是他看過的城市中最髒

最亂的一個。 

註 洰 當時天津有 300 多個企業遷移到內地，規模甚至遠大於上海。上海距離北京遠成為了自身的優勢，畢

竟當時在南方仍然需要保留一個經濟中心。作者訪談（2011/09/26-2）。 

註 泍 1980 年代初，天津的工業產值從 1949 年的排名第三下降到排名第十一，出口地位從排名第二下降到

排名第九。參見萬民（200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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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以前，天津黨政幹部的政治實力顯然無法與北京及上海相肋，以一五計畫時期相

比較，當時天津的市委書記黃火青僅是候補中央委員的身分，同時期的北京彭真與上

海的陳毅或者柯慶施都是政治局委員。再以文革時期為例，天津的解學恭是中央委

員，同時期的北京吳德是政治局委員，上海的張春橋則是政治局常委。1978 年後即使

有機會進入政治局排序也往往較為偏後，無法取得重要職位，李瑞環在 1993 年出任全

國政協主席即是明例。從表 2 中也可以發現，上海與北京市委書記往往在中共政治局

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地因此成為典型中共高層幹部的培訓基地。反之，具備天津背景

的領導幹部在職涯中的發展與升遷卻相當受限。幹部升遷的受限造成的最大問題是相

對於其他省市，項目在中央走的時候容易受到打壓（王嘉州 2009, 111），天津只能靠自

身積累發展，無法利用政治地位謀取資源，尤其在計劃經濟時期（1953~1980），中央

作為資源的主要壟斷者，這種對天津的分配不利尤為明顯。泇 

表 2 直轄市歷任市委書記仕途表（1949~2012） 

職涯最高職位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慶 

政治局常委 2 2 5 1 

政治局委員 7 3 7 2 

政治局候補委員 1 0 0 0 

中央委員 2 7 5 2 

說明：重慶成為直轄市時間較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舉例而言，天津在三五計畫之前沒有任何的大中型項目，同時期的北京共有 148

項建設在動工，上海也獲得國家支援 46 項工業項目。此後每個時期，天津的大中型項

目數僅以個位數方式增長。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天津的投入略有增加，但遠遠低於北

京與上海，沰以工業投資超過 10 億元以上的特大項目來說，天津只有大港油田和石化

公司，先後收為中央企業後，天津回歸沒有任何特大項目的困境。泹受訪者提及，許多

                                               

註 泇 天津東三省都是國有經濟為主導，對中央政府依賴性高。跟南方不一樣，南方反而不希望政府管很

多，作者訪談，2012/10/21；計委是中央委員，市委書記也是中央委員，他沒有理由聽天津的，市委書

記張立昌有事找鐵道部長人家也不理他，「連找個司長談事情都有困難（作者訪談，2011/09/26-

2）」；天津雖長期作為政治實力孱弱下的受害者，但當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市裡一把手亦

進入政治局後，天津也搖身一變成為這種政治力量下的受益者，據受訪者表示市委書記張立昌得知自

己進入政治局時，第一個反應是他可以去要項目了，另外原來河北曹妃甸提出建新港希望中央支持，

但因為天津要建南港，因此改支持天津南港（作者訪談，2011/09/30、2012/10/22-2）。 

註 沰 尤其北京的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一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三個直轄市中北京經濟增長對國家依賴程

度最高，相對而言，天津依賴程度最小，參見王樹春、王常柏（2005, 50）。 

註 泹 當然天津本身也有其項目選擇上的問題，天津精細化工屬於全國實力較強的工業產品，精細化工所需

原料、能源也較小，技術密集度與附加價值高，對其他產品帶動作用大，天津此類產品長期以來都保

有一定競爭力，但對當局而言，投資大、產值高的大型石化項目仍較受青睞，反之投資規模小的化工

項目便相對不獲重視，石油工業投入比重高，尤其是在開採部分，對後續加工項目投資較少，但結果

是石油產值占全市工業比重偏低，無法為城市提供積累，反而造成負擔。參見杜廈（1986, 13）及作者

訪談，201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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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目，「不能說刻意不放在天津，但結果就是不在天津，可能天津、上海、深圳都在

爭取，比較結果就在上海（作者訪談，2011/10/12）」。 

另一個對天津相對不利的狀況是天津的財政上解任務，1949 年後，天津每年都必

須承擔上解支出的任務，1949 年至 1990 年天津市累計上解中央款 6,079,492 萬元，相

當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 60%與同期地方財政總支出的 113.63%。尤其從 1953 年到

1979 年之間，天津的財政資金淨流出量占其收入總額的 71.8%，僅次於上海的

85.4%。泏即使在 1970 年代後北京市綜合實力已超越天津，天津在年均上解的數字上

仍年年高於北京。天津的財政貢獻度從圖 1 中看得更為明顯，上海從 1960 年代後才成

為中央上繳財政收入的地區。但從 1949 年到 1975 年，天津每年都上解了超過 70%的

地方財政收入。1976 年唐山大地震天津遭遇重創，天津的財政提留率仍然為負值，

1988 年後，東部地區的福建、山東、廣東等經濟迅速增長的省分成為不上繳財政的地

區，天津持續保留財政上繳大戶的身分，1993 年，亦即分稅制實施前一年，僅次於上

海，上繳率排名全國第二（姜承昊 1997, 37）。 

圖 1 直轄市上解支出占財政收入比較 

 

資料來源：《北京志》、《天津通志》、《上海財政稅務志》，筆者自行整理。 

                                               

註 泏 這裡一個必須強調的重點是，上海財政資金淨流出量高於天津，為何上海可以發展如此優越，而天津

卻沒有？筆者認為上海相較於天津，從 1960 年代以後才成為財政上繳大戶，而天津則自 1949 年開始

每年便開始承受龐大上解壓力，除此之外，上海從一五時期開始就獲得不少國家提供的重點項目，進

入 1990 年代，浦東的發展是中央與地方合作發展的重點地區，改革開放以後上海蓄積的市場力量也比

較成熟，但天津在三反五反運動成為重災區後，基本上市場力量已經相當微弱。許多受訪者也強調上

海受到中央的支持，是上海經濟得以快速飛躍的一個關鍵因素，一位受訪者提到：「至少從江澤民開

始，中央對上海的支持度就很高嘛」。另一位受訪者則提及：「那時要求各部委都能往浦東投錢（作

者訪談，2012/10/24-2）。張立昌推大無縫鋼鐵廠，當時也是考量天津都沒有大項目，上面長期不批，

都認為天津沒條件，但天津在財政困窘的狀態下為了發展大無縫累積了高額債務，年年都在還債（作

者訪談，2012/10/22）。據說原來甚至規劃把天鋼併給上海寶鋼，是張立昌堅持不妥協此事才作罷（作

者訪談，2011/0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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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1978 年後政治動盪的結束，對於當時期的天津領導而言，城市在發展

經濟的條件顯然並不特別突出（張弘遠、林雅鈴 2011, 45）；追求經濟增長既非中央對

於天津的優先要求，亦非天津而言當下最迫切的任務。準此，在城市初始條件的限制

下，筆者認為社會維穩將取代經濟成長，成為天津城市領導基於政績機會主義下施政

的核心目標。這也意味盡力降低經濟改革對於城市居民、國有職工所可能造成的陣痛

與影響。因此天津地方政府在 1978 年後更可能以超穩定機器而非成長機器的姿態而存

在。這使得城市的經濟重建工程，是基於如何減少轉軌陣痛思維下設計的，一種摸著

石頭過河、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工程，政府提出政策的目的較少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

而更多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1984 年經濟技術開發區選址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挑

選了遠離市中心區數十公里的鹽鹼地，城市外環線以外設計了 500 米的綠化帶，禁止

進行任何開發工作；開發區內包括生活區的規劃，都刻意強調中外分隔，此舉一方面

避免外資進入衝擊城市自身的經濟體制與管理系統，同時憂心外資帶入一些不好的文

化成分干擾原有民風風俗（作者訪談，2012/10/26-2；邱紅豔 2004, 85-88）。一位受訪

者強調：對天津而言，「穩定是第一，發展是第二」（作者訪談，2011/09/29；作者訪

談，2011/10/12）。最重要是攘衛京畿，經濟可以發展不好，但一定要穩定（王信賢

2014, 47）。另一位受訪者也提及：「天津是不出事，保安全就好。天津，天子之津，

保衛首都。傳統任務是不出事就好。發展慢點也無所謂……上海不好，中央會急。天

津正常，中央不會埋怨」（作者訪談，2011/10/24）。 

許多對於天津經濟地位下滑的研究，都歸因於毗鄰首都「只求穩定即可」的發展

思維，同時將天津經濟發展滯後的原因歸咎於領導型態，實際上這樣的思維仍必須觀

照兩個比較凸顯的問題，其一：天津在 1980 年代選擇的求穩路線已經有了部分的研究

成果（Cheung 1998, 18; Hans 1999, 183-210），天津為何選擇這樣的發展策略答案卻是

眾說紛紜；本文認為天津超穩定機器的出現來自初始條件的限制與領導人基於政績機

會主義的主觀抉擇，這也凸顯出中央政府對於全國總體雖然不乏整體的擘畫與籌謀，

對於特定地域也有其要求或者鼓勵，但整體而言並不排斥地方經驗的出現，亦即鼓勵

不同省級政府嘗試不同的發展途徑。因此發展途徑的選擇，是透過不斷的互動，找到

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一位受訪者強調，「治安也很好，天津，地方領導人

也是有分的，不是一定以 GDP 衡量，可能仍以不同地區有不同考量，對領導人特質的

批判、標準也不同」（作者訪談，2011/09/28-2）。 

對於天津超穩定機器的出現，故而不能忽略地方政府自己的主觀抉擇，一位受訪

者認為「京畿之地，穩妥是比較好的選擇」（作者訪談，2011/09/29-2）。城市建設、物

價工作既是李瑞環的強項（作者訪談，2011/09/26-2），他自己也強調：「再比如，我們

主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照此下去，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不是

社會主義」。這顯示以低物價確保群眾情緒穩定、社會局面穩定的所謂民心工程，除了

城市初始條件外，更是天津領導在自主策略選擇下的政績亮點。泩 

                                               

註 泩 物價穩定應該作為天津的成績，而非問題（李瑞環 2013, 114）。「他不是想把它變成經濟明星。但是

天津物價很穩定，所以大家都說要看社會主義去看天津」（作者訪談，201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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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求穩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對比於 GDP 以及財政上解可作為經濟表現的

客觀指標，天津領導層如何以所謂的求穩凸顯出天津的特殊性，並未得到足夠的研

究。筆者認為，超穩定機器追求的改革策略是一種漸進式、降低經濟改革震盪風險的

一種經濟發展策略，以低物價及低失業率為施政標的；行政官僚持續透過行政指令方

式干預市場運作，國有企業的存續高度倚賴政府的投入與支援。同時，1980 年代天津

市政府擘畫的超穩定方針，雖是基於城市初始條件與政績機會主義下地方領導的主觀

抉擇，卻由於菁英集團的支持以及行為者理性的成本效益評估下，泑進一步影響了之後

30 年天津政治爭辯的議題以及任何經濟變革可能出現的選項，亦即形成了歷史制度主

義中的路徑依賴現象（Peters 2012, 72）。 

肆、天津 1980 年代確立的經濟方略：重視社

會治安與低物價、低失業率的政策目標 

天津在 1980 年代選擇了一條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漸進式的經改模式。炔因此與改

革開放初期，多數地方政府唯經濟是從的發展模式相當不同，社會治安及社會穩定成

為天津市委市政府在 1980-1990 年代的兩條工作重點，幾位受訪者提到，「天津是老工

業城市，低工資、低物價，是領導刻意的結果」（作者訪談，2011/09/29、2012/10/26-

2）。另一位受訪者也提及，「包括治安，天津還是亮點。管理還算可以，沒有不安感。

社會秩序還是保持住了，抑制住了那些不好」（作者訪談，2011/10/18）。這使得天津在

90 年代後，一度是全中國最二低的城市，犯罪率最低、物價指數最低（訪談紀錄，

2011/10/10）。 

每年國家統計局的社會治安綜合指數綜合評定，天津都是全國社會治安最好地區

之一（作者訪談，2012/10/30、2012/11/07）。炘多數的沿海省市雖然在經濟效益、社

會結構、人口素質都居於前列，但社會秩序往往居於後段（朱慶芳 2008）。天津的社

                                               

註 泑 關於制度再生產或者鎖進的機制可以參見 Mahoney（2000）。 

註 炔 據說持反對意見者，有的後來自請調離，有的則乾脆在北京長期「養病」（作者訪談，2011/09/30）。 

註 炘 天津在 1990 年代的治安工作表現上仍然突出，早於 1991 年底中共中央制定《關於實行社會治安綜合

治理一票否決權制的規定（試行）》，1991 年 3 月，天津市委已要求各地區、單位與部門必須研擬建

立綜合治理目標管理責任制，將綜合治理的任務、要求分解為若干具體目標，制定出具體落實措施，

實行嚴格的考核獎勵制度，將目標管理與責任人的政治榮譽、政績考核、職級晉升與經濟利益掛勾，

與評選先進單位、企業晉級掛勾，實行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制。（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

主編 1996, 173-174）。在天津市第八個、第九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中，均針對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提出具體要求目標（天津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 2001, 55）。1992年至 1995年，中

共國家統計局對全國各地區的社會發展水準進行了 4 次綜合評價，在社會治安方面，與其他沿海城市

在社會治安方面形勢漸趨嚴峻迥然有別，天津市 3 次排名全國第一。甚至從 1997 年開始，連續八年蟬

聯各省市社會治安指數之首（周路 1998, 12；趙榮星、吳金星、李長凱 2005；劉健、吳金星、李長凱

2005；武長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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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秩序與社會穩定卻向來為人所稱道，1987 年十三大前夕鄧小平視察天津，對於天津

的社會局勢穩定，給予了李瑞環相當的肯定。炅地方領導如何透過經濟表現以外的數字

展現地方亮點與個人政績，在天津體現更明顯（作者訪談，2012/10/30）。李瑞環

（2013, 114）自己更強調，「天津把物價穩到今天這種程度，特別是目前一些省市出現

較大波動的情況下，我們能保持基本穩定，這是很不簡單、很不容易的，這應該說是

天津的成績、而不能當成問題」。 

當時的市委書記李瑞環認為對於牽一髮會動全身的問題都應深思熟慮，「不應該

使群眾中出現任何擔心漲價的情緒，如果只考慮個別和局部的利益，造成整個社會的

人心不穩，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就會受到損害。」同時他認為，「物價問題實質上是

個政治問題……就目前來講，物價問題已不簡單是價格的漲落、調哪種物價的問題，

涉及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和群眾的利益問題。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群眾問題、社會問

題，就是政治問題……必須把價格、工資問題放到全域的位置上，從政治的角度上進

行研究。就物價論物價是看不清、說不清、處理不好的」（李瑞環 2013, 110）。因此，

「天津對物價的控制比較堅決，一些部門和單位想漲價的勁頭非常之大，並有許多理

由，我們還是不准亂漲價。」（李瑞環 2010, 356）他承認，就發展商品經濟的角度上

說，只講穩定物價並不科學，但如果不確保物價穩定，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難以推進

的（李瑞環 2013, 112）。更重要的是，若物價上漲幅度過快，將造成社會心理上難以

承受的地步，而這樣對於社會穩定的局面是不利的（李瑞環 2010, 603-604）。 

中國大陸出現第一次的價格闖關源於 1988 年，中共中央決定逐步取消價格雙軌

制，但在群眾預期物價會大幅上漲的心理下，引發搶購風潮，該年的物價改革以失敗

告終。隨後中共當局開展治理整頓，透過經濟收縮壓制通貨膨脹，為價格改革創造良

好條件。事實上，有部分城市更早於全國之前率先實行價格改革，以廣東為例，1979

年，塘魚價格放開，1981 年，率先解決火柴價格不合理的問題，1984 年，全面放開蔬

菜價格（苕子 1987, 4）。一般而言，截至 1993 年，市場調節價在全國社會商品零售

總額中已占到 93.8%。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中，90%也已放開，除糧、油、棉等國家宏觀

控制的少數重要商品外，所有副食品取消計畫內和計畫外的價格雙軌制，全部實行市

場價格（楊繼繩 1993, 19；2009, 20-22）。 

但天津市在實際中執行的經濟發展戰略仍是「物價越低越好」（作者訪談，

2011/09/29），「物價必須能穩住，群眾不願意辦的事情就該緩辦或不辦」（李瑞環

2013, 113）。為維持低價，1987 年 3 月，對鮮蛋、蔬菜、水產品和奶品等行業實行產

銷一體化，以加強鮮活商品在市內的產銷調節和統一調度。並對企業進行鉅額的財政

補貼。以 1980 年為例，補貼數額相當該年財政收入的 8.9%，財政支出的 25.2%，1984

年的補貼金額同比 1980 年增長 54.97%，1985 年同比 1984 年又增長 55.28%，其中該

年的補貼金額中央承擔部分為 6.9%，地方財政承擔 93.1%（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

                                               

註 炅 據說大陸有句民間俗諺，「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錢少，不到天津不知道社會主義

好」。 



4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9 卷 第 2 期 民國 105 年 6 月 

 

1996, 393）。1988 年補貼金額占財政支出達 57.7%，1990 年補貼金額已攀升至占該年

財政支出的 71.7%。炓李瑞環自己也提及：「在物價改革出臺以來，我市城市居民每人

每月補貼七元五角，每年達兩億多元，原來對農村和商業的補貼也基本沒減，國家已

經盡了最大努力，如再增加過多的補貼，國家財力就負擔不起。」（李瑞環 2013, 

111） 

當時企業按補貼津貼多寡決定生產數量，商店惜售，造成居民搶購。為了防止物

資外流，天津退回票證時代，重要民生物品憑證供應（楊繼繩 1988, 5-7）。利用大量的

財政津貼維持產品的低價狀態，很大程度上可以確保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炆物價政策

成為 1980 年代天津領導最引以為傲的政績之一。例如李瑞環強調，「在穩定物價方

面，我們積累了一些經驗，第一，市委、市政府始終把物價擺在重要位置……第二，

特別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想方設法穩住……對天津採取穩定物價的方針，大多數人是

擁護的，但也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這樣作不符合改革的思想，不能理順價格體系，建

議天津也要像外地那樣不要管得太死，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把價格更大範圍地

放開……但從實際出發，這種理論實現起來是很難的。現在大多數人對物價問題比較

敏感……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單純從經濟的角度看理論物價的合理性，還要從政治

上去看，從總體上去看，從人民群眾情緒上去看……當前對物價仍然要繼續堅持穩定

的方針。」（李瑞環 2013, 114） 

低失業率是另一項 1980 年代天津市政府所重視的施政指標，李瑞環強調：「我們

一直把看病、上學、住房、工作由國家負責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加以宣揚，而實際

上，在原有體制下國家負責，就是企事業單位負責。放開搞活之後，企業獨立核算、

自負盈虧，一旦搞得不好甚至垮掉，那裡的職工由誰負責呢？」（李瑞環 2013, 108）

因此在其所擘畫的經改藍圖，必須以不犧牲職工利益為基礎，「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職

工，把青春和汗水獻給了國家建設……。對於他們來講，幹活給錢，看病給報銷，退

休了給養老金，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也是他們的應得利益。現在他們的生

活困難是經濟轉軌造成的，並非他們不努力勞動，黨和政府理應予以特別的關注和照

顧。」（李瑞環 2013, 107）如果多餘勞動力不能得到妥善安排與紓解，沒有基本的生

存條件，就會造成社會不穩。「不能使群眾感到『危機感』，真要是造成一隻失業大軍

怎麼得了，必須『先挖渠後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減人，哪個廠裁下人來，哪個

廠就必須就地消化掉」（李瑞環 2013, 94）。企業家講成本講管理，但社會主義的廠

長、經理都是共產黨員與黨的幹部，職工有困難找領導，代表黨有威信，企業改革不

管快或慢，都要優先考慮職工吃飯問題（李瑞環 2013, 107）。 

                                               

註 炓 一般而言，價格補貼支出占同期財政支出 40%政府財政便易陷入危機，參見王軍（1991, 26）。相關補

貼金額比例則見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1996, 391-393）。 

註 炆 天津物價總的是平穩的，相對也是低的，這是天津社會局面得以穩定的原因，參見李瑞環（2013, 

112）；楊繼繩 1988 年為文批評天津的物價補貼政策，參見楊繼繩（1988, 5-7），另參見范銀懷

（1983, 12）。天津在當時物價控制的表現上確實十分出色，不僅是直轄市之首，甚至優於全國平均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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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比重高，快速改革國企的穩定成本高，這使得天津在開展國企改革工作時必

須相對謹慎，一位受訪者強調：「上海做國企改革比天津更早。天津變得比較晚……。

應對比較緩慢，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改變……分流太晚了」（作者訪談，2012/10/26）。 

一位受訪者提及，「96 年市場經濟開始，我爺爺到天津，到火車站，前

面還是一堆國營旅館、國營飯店，都還是有很強國有經濟味道」（作者訪

談，2012/10/21）。 

物價補貼一方面達到了維持物價穩定、保障民生正常發展的積極作用，但同時所

帶來的負面效應同樣不可忽視，包括鼓勵消費抑制生產、以政策性虧損掩飾企業經營

性虧損、扭曲商品真實比價、倒買倒賣所導致社會分配的不公。但更嚴峻的問題還在

於價格補貼為政府所帶來的巨大財政負擔往往必須由地方政府承擔。天津市政府要求

企業壓低售價、政府則以政府指令提供貸款與包銷所有產品。為了降低失業率所可能

對社會秩序的衝擊，政府要求盈利企業與破產企業間進行合併以擴大規模，卻可能連

帶影響前者的經營體質。企業間進行無償調撥財產，產能不斷擴大，炄成為天津 1990

年代經濟再造時必須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炑 

伍、制度存續階段與路徑依賴：天津 1990 年

代的經濟方略 

1990 年代初當聶璧初任職市長時期曾嘗試對天津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經改策略進

行改弦易轍，炖聶璧初認為： 

「天津應以成為北方金融與商業中心為目標，並利用既有工業基礎，提高工業檔

次……。天津國企的產品質量不行、管理體制不行、冗員太多；因此企業要能自主經

營，同時還要大量的跟外商合作。」即使如此，此時期對於經濟改革的工作仍然無法

確保執行的強度（作者訪談，2012/10/26），在菁英集團的支持下，炂 1980 年代的制度

遺產持續發揮作用，物價調控與降低失業率仍然是 1990 年代整個天津市政府的工作重

                                               

註 炄 當時對市場的預估是認為市場會繼續擴大（作者訪談，2011/09/28）。 

註 炑 一位受訪者提及，過去低物價與領導思路有關，跟他意識形態有關，覺得高物價不利人民生活，但物

價低就很難成為經濟城市，另一位也提到，大陸城市地方亮點跟首長有關，特別在天津體現更強，天

津領導本身理念重視民生，不能物價上漲，天津有名就是低物價、低犯罪率，但也造成天津經濟的問

題（作者訪談，2012/10/30、2012/11/05）。 

註 炖 此時天津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已經與 1980 年代大相逕庭，整個 1980 年代天津之所以能選擇採取漸進

式的經濟增長策略，與其國企在全國中仍保有一定經濟地位有關。直到中共中央宣布開發開放浦東，

許多沿海城市順勢崛起後，天津高層已經感覺到危機意識。 

註 炂 天津在 1990 年代持續走向維穩方針，一方面是李瑞環透過調控物價等民心工程，在百姓間官聲極高，

以政治局委員之職，對於天津仍有極高影響力。它方面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主要是 89 民運後），天

津局勢能夠穩定對北京是較為理想的，這使得天津的政策不能過度冒進（作者訪談，20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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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特別是對於物價的控制幾乎成了不可逆轉的政策選項（Peters, Pierre and King 2005, 

1287-1288）。 

舉例來說，1991 年天津市曾一度放開包括雞蛋在內的農副產品收購與銷售價格，

進入全面市場調節狀態。進入 1992 年後重新收緊物價政策，每堅持降低物價指數一個

百分點，背後都是 1~2 億的支出。1995 年，在全國價格全面放開的大環境下，天津成

立專門的雞蛋調市工作組，重新實行價格管制。工作組成員包括四位市長、兩位祕書

長、農委、商委主任物價局、財政局、工商局、公安局及交通局等有關部門負責人，

同時各委、局及縣、鄉也由專人負責或成立相應的辦公室。層次之多、人員之眾、規

模之大、重視程度之高，均為少有（陳宗勝 1997, 70-71）。工作組必須每天向市主要

領導報告當日的鮮蛋調市量，完成日調市任務的比例，以及未完成任務的原因，還需

製作各種統計報表，工作至細至微。 

1993 年針對物價居高不下、部分國有企業轉軌困難等問題，天津市政府提出狠抓

物價、解困和扶貧三個指導方針。天津的物價在全國大中城市中持續處於較低水平，

以 1996 年為例，全年商品零售價格漲幅為 5.1%，還比 1995 年回落 5.5 個百分點。總

體而言，天津的全年商品零售價格一般均低於或者與全國平均水準相當（見圖 2），

對於物價的控制則居直轄市之首（見圖 3）。炚 

圖 2 天津全國零售商品價格比較 

 
資料來源：天津市統計局（1999），筆者自行計算。 

                                               

註 炚 圖 2、圖 3 中天津與北京、上海雖然看似差距不大，但為了維持這 1、2 個百分點的差距，背後天津市

政府需支付上億的支出，以維持通膨率增長基本控制在 2%以內，也能比其他直轄市甚至是全國平均水

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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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通膨率增幅比較 

 

資料來源：天津市統計局（1999），筆者自行計算。 

顧及企業倒閉及職工失業問題，即使在面臨虧損狀況下，國有資產亦不敢輕易撤

離特定產業，勉力維持虧損企業的經營或者透過嫁接改造方式進行企業合併（作者訪

談，2011/09/26-2）。支柱產業只能不斷累積不能刪減，表 3 提供了天津自六五計畫時

期之後歷次的五年計劃支柱產業清單，從六五時期單列輕紡工業作為支柱產業開始，

隨後支柱產業數目不斷累積（作者訪談，2011/09/26），工業門類齊全但平行鬆散，面

面俱到的產業選擇造成城市的優勢難以凸顯。炃 

表 3 天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六五計畫 輕紡工業 

七五計畫 汽車及機械、電子、石化、消費品 

八五計畫 汽車及機械裝備、電子、石化 

九五計畫 汽車及機械裝備、電子、石化、冶金 

十五計畫 信息、汽車、商貿物流、金融、房地產 

十一五規劃 
電子信息、石油和海洋化工、汽車和裝備製造、石油鋼管和優質鋼材、生物技術與現

代醫藥、新型能源和新型材料 

十二五規劃 
航天航空、石油化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國防科技、

輕工紡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註 炃 工業門類齊全但平行鬆散是改革開放初期，多數省市都面臨的問題，但與其他沿海城市相比較，天津

在包括城市建設、經濟設備等建設欠債上矛盾相對嚴重，特別與其作為直轄市的地位不相適應；其

次，與其他沿海大城市比較，天津的骨幹帶頭企業之少、許多工業門類形不成優勢和系列，也成為一

大弱點。參見蔡孝箴、王鴻江、吳敬華（1982, 21）及作者訪談，20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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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相對於其他沿海城市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歷一定程度市場力量的洗

禮。天津所採取的經濟運作方式顯得更為漸進與更為保守，在整體經濟環境的快速變

動下顯得不相協調。首先，天津本身是一個生產能力強但資源相對貧瘠的城市，工業

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原材料、燃料、動力 80%幾乎都需依賴外埠供給。牪進入市場經

濟後，材料供應改為市場購買，工業利潤大量轉移。市政府雖盡力調控天津一地的物

價穩定，但定價市場化是一個全國性且幾近難以逆轉的趨勢，容易造成天津國有企業

面對材料來源上的難題。其次，行政指令計畫生產易於造成產能的無限擴張，但設備

老舊下造成企業競爭力衰退，狖包括大量輕工業產品形成過度供給，市屬採購供應站統

購統銷的做法，開始難以為繼，陷入企業負擔加重，必須要求政府補貼的惡性循環

中。 

圖 4 勾勒出了整個 1990 年代天津國有工業生產企業的財務狀況，相對於北京及上

海，天津的股東權益比率偏低，意味著天津國有工業生產企業負債較高，基本財務狀

況不佳，一方面收益需用以支付大量利息，他方面當營收狀況不良時將容易產生週轉

問題。圖 5 的資本負債率印證了上述的說法，由於天津地方國企長期償債能力較弱，

公司只能通過增加融資的途徑降低負債率。資本負債比例為 200%時是一般警戒線，但

天津國企在整個 1990 年代的表現水準都高於這個數字，顯示企業資不抵債狀況嚴重。

舉例來說，無縫鋼管做為天津 1990 年代後最引以為傲的成績之一，幾乎完全倚賴天津

自身舉債建設。狋 1996 年正式投產後天津鋼管公司（以下簡稱天鋼）即面臨雙重壓

力，一方面需歸還大額銀行利息，它方面必須為新增的固定資產提取折舊，每年虧損

達數億元。自 1980 年代開始，作為市屬的國有獨資企業，專責投資與金融服務的天津

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為支援天鋼累積了大量外債（李樹鋒 2001），此種營利企業對於

虧損企業的資金挹注在當時並不罕見。狘即使如此，天津當局對於國企職工的大量下崗

仍盡力延遲至 98、99 年，一位受訪者提及，「國企改革、下崗，天津是全國受影響很

突出的地方，受衝擊很大……不能說改革全把它處理掉，措施相對比較緩慢一點……

職工比較多，要給它提供福利，傳統之前有的東西。」（作者訪談，2011/10/12） 

                                               

註 牪 上海自配比重可達 80~90%。 

註 狖 天津企業設備 1970、80 年代購入的僅占 10%，65%是 1950 及 60 年代購入的，還有約 25%是 40 年代

購入的，參見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1992, 23）及馬獻林（1998, 4）。 

註 狋 1980 年代天津在進行大規模城市建設時已經累積了相當的負債，訪談者提及幾乎必須以部分企業倒閉

為代價把城市建設做起來（作者訪談 2011/09/28）；後續許多大型工業項目的動工都是天津自己貸款

啟動，尤其是以大無縫為代表的冶金工程，因此債務問題一直是天津的軟肋（作者訪談，2011/09/30、

2012/10/21、2012/10/22）。 

註 狘 這也是多數省市都面臨的問題，但對於缺乏骨幹帶頭企業及經濟設備建設欠債相對嚴重的天津而言，

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或將更為巨大，參見作者訪談，20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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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地區國有工業生產企業股東權益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93～1998），筆者自行計算。 

圖 5 各地區國有工業生產企業資本負債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93～1998），筆者自行計算。 

與此同時，濱海新區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與區域封閉

性，與天津其他區縣呈現各自相對獨立、封閉運行的社會管理、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

運營系統（作者訪談，2011/09/26、2011/10/12、2012/10/24），這種獨立的結構特徵，

反映出經濟特區作為飛地在區域層面上的一種經濟孤島效應（楊東峰、熊國平、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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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007, 27）。也顯示出即使不斷地突出強調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天津在這塊領域實際

上相當謹慎（作者訪談，2011/09/26）。 

制度理論往往被視為用於解釋政策停滯的強有力工具，特別是歷史制度論中對於

時序的強調，突出前一段歷史條件對下一段制度變遷所可能產生出的制約作用，使得

路徑依賴因此可用於解釋天津超穩定機器在 1980-1990 年代的延續性（Knutsen 2012, 

166）。1980 年代的天津領導在城市初始條件與政績機會主義考量下選擇了超穩定機器

的城市發展模式，1990 年代天津領導選擇的經濟方略，首先是李瑞環之後的領導人，

並不具備可堪比擬的民望與影響力，同時李瑞環在 1990 年代後對於天津的發展仍然持

續扮演關鍵角色（作者訪談，2011/09/29）。另一方面，天津的物價工程以及城市建設

當時確實成為天津獨樹一幟的特色成績，地方領導難以輕言放棄長期以來基於低物

價、低失業率經濟政策運作下所獲得的政治利得，狉將天津建設成為經濟明星自始至終

並非優先目標（作者訪談，2011/10/17），而從企業的角度來看，1980 年代犧牲產能升

級與設備汰換的可能性，為配合政府城建工程上解了大量資金；又因政府調控物價與

減少失業之要求，一方面需遵照行政指令生產，他方面還需配合嫁接改造工程，又進

一步加深對政府的依賴，狜此時期的天津進入舊制度下的遺產與延續時期。 

根據以上論述，亦可合理說明何種「重大關鍵」影響 2000 年後天津濱海新區等之

發展，本文認為在黨國體制下，區域發展原來就離不開政治邏輯，狒 2002 年後戴相龍

調入天津擔任市長，2005 年後天津濱海新區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央思維的變化

導致權力集團組成內部及領導型態發生變化，此一關鍵事件也使得長期選擇超穩定機

器發展模式的天津，在 21 世紀進行改革開放工作，並且在 2006 年啟動濱海新區與一

連串招商引資行為（天津超穩定機器的發展時序演進，參見表 4）。狔 

                                               

註 狉 關於路徑依賴中的報酬遞增與自我強化，可以參見 Pierson（2004）；另一方面，除了考量到轉換路徑

的成本外，制度本身不只可能作為限制而存在，同時也可能是資源；能夠多少的滿足行為者的需求，

為行為者的利益而服務，成為關注制度存續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參見 Hall and Thelen（2009, 11-14）。 

註 狜 也加強對政府依賴的正當性（作者訪談，2012/10/21、2011/09/26-2）。 

註 狒 「所以看天津，不能從天津看天津，要從中國改革戰略來看天津，特別是北方城市發展，受政治因素

發展非常重」（作者訪談，2011/10/14）。 

註 狔 對比於東部沿海包括深圳特區及浦東新區均成功扮演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聯結的角色，成為帶動珠三

角及長三角區域發展的火車頭，隨著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發展的飽和，環渤海卻缺乏此一對外聯結的

火車頭，天津濱海新區正是在此戰略下出現（王信賢 2014, 34）。原中央銀行行長戴相龍出任天津市

長，被認為具有平衡地方實力的意涵（張弘遠 2011, 46），隨後中央開始向天津投入大量國家項目，

一位受訪者提及，「在中國體制還是一種授權，中央希望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變化，先是有個想法，

才給地方這樣的權力。在新區、開發區建設最明顯」。（作者訪談，2011/10/12）天津市的角色浮上檯

面，與政治菁英或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幾位受訪者都強調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角色至為關鍵，

當然普遍的說法則是，這屆政府也需要出成績，因此這肯定也不是誰一個人能作決定（作者訪談，

2011/09/28-2、2011/10/18、2011/10/10、201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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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天津超穩定機器的路徑依賴 

影響天津發展的關鍵時刻 1980年代 

路徑依賴階段 1980~1990年代 

制度遺產：超穩定機器的發展模式 強調社會維穩甚於經濟成長、對於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的調控

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 

維續機制 1.特定領導離任後對於天津發展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地方領導難以輕言放棄長期以來基於低物價、低失業率經濟政

策運作下所獲得的政治利得 

影響天津發展的關鍵時刻（轉折點） 中央思維轉變 

2002年戴相龍調入天津 

2005年後天津濱海新區正式納入中國國家整體發展戰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結 論 

筆者在本文初始，檢視成長機器模式能否適用於解釋天津的發展模式解釋，但在

天津所呈現的狀況卻是，地方政府重視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甚於推進經濟增長，通貨膨

脹率與失業率的調控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這顯示，「成長機器聯盟」模式本身

並不足以解釋中國大陸不同城市的相異發展軌跡，改革開放時期。在考量經濟穩定即

是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天津市領導不願輕啟物價改革等經濟舉措，擔心由於市場力量

的進入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選擇了社會民生工程做為發展的政績標的。雖然使得物

價無法反映真實的供需狀況，盈利企業與虧損企業間的嫁接改造也衝擊了前者的經營

體質，但在當時取得了重要的民生實績。準此，天津的發展模式呈現的是所謂超穩定

機器的發展模式。政府壟斷資源分配，抵制市場力量以及外國秩序的干擾，追求穩定

至上的發展模式而非推進城市經濟增長的推進器角色。 

超穩定機器的出現不可忽視的在於，1980 年代天津經濟發展條件的弱勢以及政治

菁英的晉升動機，單純將問題歸咎於特定領導之意識形態甚至是施政能力的良窳並不

是故事的全部。以往認為天津經濟地位的隕落始於 1990 年代，然而當時期的經濟發展

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延續自 1980 年代的施政方針，亦即天津 1980~1990 年代的城市治理

經驗，充滿路徑依賴的痕跡。本文認為，天津個案可以與成長機器、發展型國家甚至

是企業家型國家等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理論框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一直到 2002 年後

外來幹部赴任以前，成長機器中所強調的以追求經濟成長為導向、公部門基於謀求利

潤的動機，與私部門結合驅動城市成長機器以獲取房地產交換價值和促進城市發展，

都無法完整用於解釋天津的發展路徑。中國實在太大了，各地的發展差距之大遠高於

其他世界相同規模的其他國家，其中 23 個省份，是最實質的改革實體，而所謂「中國

模式」則是不具體的概念。狚 

                                               

註 狚 蔡文軒（2011, 208）。 



5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9 卷 第 2 期 民國 105 年 6 月 

 

過去多數針對中國大陸城市政治學的研究相當多的重心被置放在珠三角及長三角

地帶，實則無論是北方地區、內陸地帶，甚至是東北省份，這些省域有著與珠三角及

長三角截然不同的發展經驗，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舉例而言，不同於其他省市在

1990 年代末期，出於中央政府的調控與引導，才開始延伸出對社會公平議題的關注。

天津在 1978 年後選擇的是一條先維穩，再成長的道路，這是與其他沿海城市相當不同

的發展策略。中國大陸並不存在單一整合的城市體系，也沒有任何一個單一城市能代

表整個國家，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經驗過於特殊以至於不可能通則化所有的中國

城市發展經驗（Chung 1999, 3）。這也是為何必須豐富華北或者內陸城市經驗的研究成

果，才能更進一步探索近代中國大陸更多元且殊異的都市化表現。 

兩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可以進一步觀察，當天津濱海新區進入國家戰略階段，原來

的天津超穩定機器在轉型成為成長機器的過程中，面對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發展與

政治生態，地方政府行為的轉化值得觀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即強調

未來中國大陸將不再以經濟成長速度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否可能成為未來中

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同樣值得關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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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Stability is of Top Priority: 

A Pro-Stability Machine in Tianjin 

Rung-Y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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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pattern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using Tianjin as a specific case. Existing literature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been made predominantly on 

the basis of the “growth machine” model, which takes the growth of cities 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 among some internal urban-based players for pecuniary 

gains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Yet, I argue that to directly apply the 

growth machine model to explain situations in a socialist society, such as 

China, may not lead to precise assessment. 

This paper seeks to fill the gap in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pays scant 

attention to the urban renewal experience in Tianjin as a traditionall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al center in north China. This paper, therefore, will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will shed light o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in Tianjin that is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al 

catch-up of the city. Second, it will offer a fresh insight into the debates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Pro-stability Machine, Growth Machine, Tianjin, Path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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